我  的  祖  母

2016年12月14日（农历2016年11月16日）是我祖母去世一周年的忌辰。即日，亲属们共同举行周年祭奠活动。
我的祖母于2015年12月26日（农历2015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6岁。一年来，祖母生前的音容笑貌、历历往事、以及她临终的面容不时出现在我的回忆中，这正是我难以割舍的祖孙情怀。
特别是她临终的面容，显得那样的安详，那样的坦然，因为她心胸坦荡，毕其心力、尽其所能无愧于自己的子孙，她一生以她拳拳之心时时眷顾着我们。不仅如此，在她身后我们后辈纪念她的活动也是事事顺利，刮风下雨自然之事，然到祭奠活动时，却是天气和顺。五七祭奠送阴宅是民间丧事风俗中重要的活动，然在是日早晨安放点燃阴宅时，是静穆无风，点燃完毕却是寒风乍起。冥冥地感觉到祖母仍在天堂眷顾的我们。愿祖母在天堂保佑您的子孙的时候，更祝愿祖母在天堂一切安好。
我们村东面是广袤的平原，西面则是伏牛山余脉，山体离我们村大约五六公里的行程。环村四周筑有大约七八米高的寨墙，寨墙外是一条环村构筑的水河沟，我们称之谓寨海子，里面四季基本有水，还有芦苇水草和鱼虾青蛙等等。村的东南西北四门各修一座供人出入的小桥连接着村内外。我家位于村的南门，南门的情形较为熟悉，南门桥下寨海子较深故常年有水，南门外是生产耕地和乡间小路，同时还有自然形成的四条山水排放河沟，自西向东南蜿蜒而去。这就是我金色童年快乐成长的天堂，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的童年是我一生中度过最惬意的美好时光，是备受祖母贴心呵护情感最融洽最美好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美好时光。童年的我生活条件虽不是很优裕，但我却可以和玩伴一起无拘无束、以我所愿而尽情地自由释放，可以上树捉蝉、下河戏水，可以对引起我兴趣的东西，尽情地追逐，无须问结果如何。虽然这段时光不足12年，却让我难以忘怀。
在我们民族社会的习俗中，长孙少子自是长辈对晚辈独有的情怀。我作为祖母的长孙，自然受到祖母更多无微不至的关爱。每年遇到古会、春节等假日，省亲之事必不可少。祖母每每省亲，总少不了我的伴随。每当我顽皮地不知轻重、不能很好地自我保护、做出出格的举动，惹得祖母生气时，祖母常常充满爱意地责备道：“你呀你，真真是淘力，真真是淘力，以后再也不带你了”。而每当祖母再走亲戚时，我依然是她重要的伴随者。

童年的我体质弱、免疫能力差，容易患伤风感冒，再加上经济条件差、诊治不及时，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就逐步累积成呼吸系统疾病。于是，祖母和父母就想方设法使用民间偏方给我治病。同时，他们更加强了对我的管束。
祖母在生活上对我的呵护是无微不至的，日常吃饭总是先让我吃好，但凡有好吃的总是优先考虑。那时农村的生活比较清苦，我们的生活主食基本上以红薯为主，时常也吃点儿玉米面，只有在家里来客人时，可以吃些小麦捞面条，我们也因此而美餐一顿。记得我叔父去我们公社上高中时，祖母每周要给我叔父备一周的干粮，有红薯饼，有玉米饼，祖母也常常先让我吃个玉米饼。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我可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赐给我的无穷乐趣，我可以喜欢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忘乎所以。可以做出不知轻重，甚至出格的举动，也会惹得祖母和母亲生气，祖母常是责备，母亲则是责罚。当我受到责罚时，祖母则是我的保护神。那时农村文娱活动主要是演戏和演电影，记得有天晚上我们村放映电影，我和几个玩伴看了一会儿电影，觉得电影不好看，就去正在烧砖的砖瓦窑里玩耍。因为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回家的时辰早已忘却。待到电影曲终人散，母亲仍不见我的踪影，便四处寻找，最后在砖瓦窑找到了我们，责罚是不可避免，这时祖母就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记得还有一次，我的什么东西掉到床下，我就点着煤油灯到床下寻找，不小心将床单烧坏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也是不小的损失，当母亲审出是我所为又要责罚时，祖母就将我搂着怀里，减少了对我的责罚。她们总是无微不至的呵护着我，总是用母性的慈爱教育管束着我们。
我在家乡不足十二年的时光，是我一生最美好最快乐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是我和祖母感情最融洽的时光。无论我如何的顽皮，祖母对我的呵护和慈爱依然如故。但我和祖母的祖孙情不得不将告一段落，因为我的命运将发生转折，我父亲将带我们脱离原有家庭的纠纷，带我们进入了k矿区这个新地方，一个不应该属于我该去的地方，一个为我独设的囚房。因为这个地方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的世态炎凉。假如把生活在矿区的人分成一二三等，那么我就是等外人了。虽然地域阻隔了祖孙情，但每每我们祖孙相遇时，其情依然如故，祖孙依然是那样的和谐、默契。
祖母她姊妹六个，她有四个姐姐一个兄长，她和四个姐姐都是小脚，但他们兄妹都个个精神饱满，并且都很长寿，除她四姐近九十而终，其他都是百岁左右去世的。祖母虽然没有上过学校，但她的天资很好，她思维条理清晰，记忆能力强，祖母对于我们家族的诸事可谓是记忆犹新；即使是在她老年，每每说起戏曲里的人物故事，祖母总是娓娓道来。
在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中国社会里，许多家庭饱含着儒家文化的辛酸。祖父去世时，我父居长也不过十七岁，叔父一个十一岁、一个三岁，姑姑才五个月，如此家庭意外劫难，使我祖母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每当我父亲说起给我祖父治病的情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求助于村委时，是多么的艰难，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家庭的意外变故，祖母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此后，父亲外出务工，祖母则要操持里里外外的家务，又要照料着年幼的叔叔和姑姑，照顾他们的生活，供养他们读书。祖母以她拳拳之心不遗余力地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延续。

从我记事时候起，记得祖母主要从事家务，纺华、织布喂猪、养鸡，照顾未成年的叔叔姑姑，照看我和妹妹弟弟。我母亲则是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从事生产队日常劳动，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也很是和顺。随着我婶子的到来，家庭矛盾家庭纠纷日益多了起来。说起这些纠纷，在我们中国社会的许多家庭很是常见，无非就是为了点滴的利益而形成的纠纷。寻常的利益争取已经形成了家庭纷争，割裂伤害了薄弱的亲情关系，而何况那些带有非分的欲望，为了能够得到非分的利益什么都不顾的所做所为，更是家庭纷争、民风败坏的祸根。
祖母毕其全力维护着我们家族的和谐、时时为增加亲情密切感而不懈努力，但她这些努力显得柔弱无力。祖父去世的早，使他失去了有力的支持，家庭中的话语权没有多大分量，实在是力不从心，只能是左右为难，徒留些许无奈。虽然如此，祖母还是一如既往的尽其所能维持着家庭的和谐与亲情的聚合。
我在家乡度过了不足十二年，也是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前九年时期。文革开始时，我不过两岁多，至于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我不懂这些，更不知其所以然。孩童时期的我只是对自然充满着好奇，凡是热闹的场合，凡是给我带来快乐的场景，我都满怀热情地去赶场。我们村有所学校，学校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个大门向南封闭教学区，南面则是学校的较开阔的学生体育运动场。所以我们村许多的活动就在这里举行。我家就在学校东面大约六七十米远的地方，这里自是我常玩的地方。对于文革的一些情形，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得点点滴滴。
记得一天下午较晚的时候，学生已经上完功课，教学区内北面一个礼堂里锣鼓齐鸣，礼堂内站立着几十个围观的人，礼堂中央有两个人，身穿着长袍，带着一尺多高的帽子，在不断地奔跑，作着小丑的动作，他们扮演的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口号是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记得还有一天下午大约是学生放学的时刻，我从学校玩后往家走，有俩个我们生产队的、长我十几岁刚刚放学的姐姐，当他们走到各自的家门口处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道：“以后可不能乱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于当时他们说话的含义，我一点儿也不懂。这应该是文革开始的状况。
在学校南面广场上经常开会，开会时就要把“地富反坏右”拉到台上进行批斗。他们跪在台子上前排，低着头，被台下群众和台上大队领导进行批斗。每每有公共活动，这些“地富反坏右”们都要义务地进行搭建台子的劳动。
那时候经常开会，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马列主义理论，讲反修防修斗争，讲反对资产阶级。再到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小学生也被组织到县里、公社里进行演讲。晚上各个生产队组织本队小学生们，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一个领读，其他跟读，进行文革政治宣传。
1973年，在河南省南阳唐河发生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张玉琴的自杀、中央文革的介入，引起全国沸腾。在1973年之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学生升级、就学、毕业都是在春节进行。这一年的春节过后，到了该开学的时候，却没有开学的通知。因为我家就在学校东面六七十米的地方，所以到学校也非常方便，经常在学校操场上运动娱乐。1974年的春季，我们到学校玩耍，询问何时开学时，答案就是：老师在县里开会。这年学校开学大约延迟了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在1974年之后，中国的教育系统开学、毕业、升级就改到了现在实行的在秋季进行。74年学校开学之后，批判旧教育思潮的运动在全国教育系统展开。老师们也大大地收敛了他们原来管束学生的方式和举动。
生活在家乡的童年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是我们祖孙情的旖旎时光，也是感受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实况的一段时光。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习惯行为以及中国的社会状况，许多方面我是不赞同的、是反对的。

人生走到五十岁左右，儿女也已长大成家，下一代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新乐趣，祖孙的亲密频繁接触则使祖孙感情日益深厚。祖孙情可谓是我们民族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独有特色。然在中国社会对下一代的培育状况，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首先，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各个家庭的状况千差万别，其下一代受培育的状况亦是纷纷杂杂。对婴儿时期的照料自不可少，然而有的人对董事的孩童、少年、青年的培育，更多是宠爱、溺爱以至于庖代，这不是阻滞了孩子们自然成长的能力？还有的人对孩子的错误采取包庇纵容的方式，对孩子受到的委屈却斤斤计较。我寄希望国家能够制定一套适合孩子成长的规矩和行为准则。
家庭的变故是难免的，情形又是复杂的。而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当某个家庭发生好的变故，锦上添花者比比皆是；当某个家庭发生不好的变故时，则不好的东西是纷至沓来，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随之赤裸裸的映现。这些尖刻的现实不正是撕裂我们社会人心的导因。上溯前朝，环顾现实，我们社会国家职能机构的基本社会调节功能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对贪欲的追逐和权益的运用。这样的事例很多，诸如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考上大学，却面临家庭经济的窘况，却又显得无奈和无助，近年来社会虽有觉悟，但也是柔弱无力。又如家人患病，给其家庭带来的不测之灾和创痛，以及对其后家庭带来的困惑，这些都给人们心灵造成了不详的影响。人心不稳，这不正是社会乱象的导因。
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虽并非一无是处，但我对他却不以为然。
在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中国社会，成员之间有着利益的关系，当他们利益相同时，他们共同争取，无论合于道义与否。当他们利益冲突时，他们又产生许多纠纷。以家庭冲突为例，像社会普通家庭产生家庭纠纷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其实他们产生纠纷的原因，不过是一些家庭财产利益纠纷而已。如果仅仅如此，还关系不大，倘若存在有非分的欲望，家庭则必有更为不好的结果，如此行为一旦形成和得到社会默认，便形成一个社会习惯。家庭如此，那么推广及社会呢？推广及国家民族呢？其作用明智者不言而自知。
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组成的社会，可谓是弊端多多。何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组成的社会模式来代替，让公共机构起到枢纽的作用连接社会的各个部分，界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减少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空耗，让我们的国家民族有机地运转起来。家庭安，则社会和顺，则国家稳定，则民族和谐，则民族兴旺发达，则国力日日益强。
文化大革命已为国家所否定，然我却不完全苟同。但凡世上的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我对文革的体味和感悟，文革虽不完美，但并非一无是处，文革的主体思想还是先进的，假如这些思想理念付诸于中国实际，还是对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社会发展有诸多益处的。譬如对现实中婚丧嫁娶等奢华思想的规范等等。通过近四十年来，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在社会中的不断演化，已突破了婚丧处理的本来意旨。可以说一些人的恣意妄为，对社会风俗的坏作用日益增大，这是对社会贫困阶层的一种洗劫和围剿，是致使民风走向奢华的催化剂，是撕裂人心和族群分化的灾祸之一。也为贪污腐败埋下了伏笔。
再譬如，人们对文革时期的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家庭不和这种思想主张很不以为然，甚至是嘲笑。那么这些不和的思想主张，难道不是在塑造民族正义，阻止他们藏奸养奸？假如此举不好，那么下为上隐，上下相隐，藏奸养奸、小团体内部和气而损坏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以至于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都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只可惜人们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所误，他们用此举而获利时，就窃窃自喜，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却又怨声四起时，又开始反对罢了。

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评价是有褒有贬，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许多不足。

第一，儒家文化在国人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国家的各个层面影响也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植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之上，怎么能够达到毛泽东主席设想的预期目的，怎么可能顺利实行。更何况中国是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更何况很多人并不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主席的文革思想意旨。
第二，文革的一些举动是过激的，斗争的气氛过于浓厚，缺乏教化为主，惩戒为辅的思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具有先哲思想的能有几人。像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作法就是其中之一。国家政治活动应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未来利益，应该是造福于民众，造福于子孙后代。应该在辩证中求真务实。
第三，受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文革中蕴含着冤冤相报，斤斤计较的思想理念。我们民族是个缺乏大爱思想的民族，总喜欢纠结于既往，而不是面向未来；总在强调自己的利益和思想理念，而不顾忌他人的感受和利益，不能很好地包容理解他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事务，喜欢刚愎自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许多人欲望极强，却常常被欲望所毁；欲称王者很多，但真正能够成为王者的少之又少。文革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反修防修等等，强调劳动人民不被剥削，却忽略了大自然阴阳协调变幻的天理，忽略了天生万物、各有其分的自然规律。当我们纠正既往之时，更应该往前看，注重开拓塑造未来，协调万物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盛世美景。
我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想意识，行为习惯，有许多是不赞同的。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本的民族文化存在着许多阻碍中华民族正常进程的因素，存在着酿成民族灾难的思想行为因素，存在着许多致使民族走向衰弱的理论，存在着许多离散民族情感的行为方式。君不见，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结果，不正是儒家文化的社会实际体现。我们的民族文化需要改革，需要重塑我们的国魂，需要规范我们的行为，需要塑造返璞归真的人文社会。
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开创美好的未来，就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道路和方法。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影响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最大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问题，有什么样思想文化，就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就形成相应的社会效果，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民族合力。因为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我们民族前进的巨大动力。与此相比，什么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就不是什么问题。
现在我也正在寻找一个平台，一个可以为民族未来呐喊的平台，一个可以述说民生的平台，一个可以述说中国社会实际的平台，一个可以述说塑造民族文化的平台。

雨燕

2017年1月5日于河南禹州
